
宋庆龄与国际友人：汉斯·米勒 保卫中国同盟协助援华的德国医生 

 

沈海平 
 

 

 

1943 年汉斯·米勒在延安 

 

1939年 4月，汉斯•米勒从瑞士巴塞尔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来到香港，找到宋庆龄，

通过她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以下简称“保盟”），奔赴延安国际和平医院。从此，米勒的一

生就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与宋庆龄的友谊也就此开始。 

 

当米勒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场上以及解放战争中，以精湛的医术奋力救死扶伤时，他与

宋庆龄以及她领导的机构（保卫中国同盟，后更名中国福利基金会）虽相距遥远，通讯艰难，

但始终保持着联系，即使在繁忙的工作中，米勒仍以撰写战地报告的形式为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解放区争取医疗物资，米勒的名字也不时出现在保盟和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档案中。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当米勒一家定居北京之后，米勒与宋庆龄的交往越来越密切，米勒

一家成为宋庆龄家的常客，米勒的女儿米蜜也与宋庆龄结为忘年之交。 

 

一、 向往革命 

 

汉斯·米勒（Hans Müller，1915 年 1 月 13 日-1994 年 12 月 4 日），出生于德国文化名

城、著名诗人海涅的故乡——杜塞尔多夫。父亲是犹太人，母亲则是日耳曼贵族之后。米勒

是家中独子，1933 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兴登堡中学后，全家人怀着美好的希望准备让米勒

进入大学深造。可是，此时的德国政局混乱，阿道夫·希特勒攫取了最高权力，要求所有中

学毕业后的青年，必须接受一年的劳动服役和军事训练，才可以升入大学或者分配正式工作。 

 



 
米勒 18 岁高中毕业时的照片 

 

 
米勒的高中毕业证书 

 

米勒来到劳动服务队后不久，党卫军就准备将其中的犹太青年关进集中营。米勒属于半

个犹太血统，如果继续待下去，只有被关进集中营。米勒设法逃离了德国，去瑞士巴塞尔大

学学医。可是他的父亲却没这么幸运，他被关进了集中营，受尽折磨，直到希特勒灭亡后，

才走出集中营。 

 

 

在巴塞尔大学读书时的米勒 



 

在巴塞尔大学，米勒比较亲密的同学都比较激进，其中有一位是来自中国的共产党员江

涛声。通过与他们的交往，米勒对法西斯的侵略本质，以及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认识，有了

一定的提高。他开始关心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通过江涛声的介绍，他也知道了东方

伟大的中国人民，率先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抗日本法西斯的斗争。 

 

1938 年秋，江涛声等进步同学被捕，米勒也接到瑞士警察局的通知，限他在半年之内

离境。米勒不得不日夜兼程，在六个月之内完成博士论文，获得巴塞尔大学医学院授予的医

学博士学位，结束了大学生活。 

 

 
米勒获得的巴塞尔大学医学博士学位证书 

 

米勒大学毕业后，既不能继续留在瑞士，更不能返回德国。正当此时，江涛声被瑞士当

局无罪释放，两人见面后交流了对国际问题的看法。江涛声表示要回国参加抗日斗争，并动

员米勒也到中国，一起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米勒慨然允诺。江还要在瑞士处理

一些事务，他让米勒先行。他们相约到香港，与宋庆龄领导的保盟取得联系后，再转赴中国

内地。 

 

二、 到香港找宋庆龄 

 

1939 年 4 月 10 日，年仅 24 岁的米勒毅然卖掉了心爱的照相机，购买船票，带着从瑞

士红十字会申请获得的一套医疗器械（米勒以后用它拯救了无数八路军战士的生命，但在

1943 年的一次突围中痛失，仅留下了一副听诊器），登上了驶向香港的“杜梅号”海轮。 

   

 
因米勒随身携带得以保存的听诊器 



 

抵达香港后，米勒急着去找宋庆龄的机构接头。保盟是一个国际救援机构，此时在西摩

道 21 号办公。最先接待米勒的是保盟中央委员爱泼斯坦。他告诉米勒，“工合”与国际和平

医院是保盟重点支援的两个项目工作。国际和平医院项目现在刚刚起步，正需要努力加紧开

展工作，医疗设备、医药物资和医务人员都是当前最迫切需要也是最受欢迎的，很希望米勒

这类专业人士前来参加援助中国抗战的斗争。米勒急切地报名，要求为中国的抗日斗争出力。

他提出尽快安排他与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联系，早日奔赴抗日战场。 

 

于是，爱泼斯坦把米勒介绍给了廖承志。廖承志既是保盟中央委员，同时也是八路军驻

香港办事处的负责人。他告诉米勒，准备安排他去延安，同时，还准备将募集到的医疗物资

等一同运去。于是，米勒被安排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住了下来。 

 

在保盟办公室，米勒遇到了新西兰记者詹姆斯·贝特兰，他也是保盟中央委员，曾经去

过延安。他向米勒介绍了很多有关延安的情况，并说，此次将由他带队前往延安，与他们同

行的还有几位志愿者，其中包括米勒的老朋友江涛声及其德国妻子，他们将分别去各个国际

和平医院工作。贝特兰告诉米勒，他这次还将到白求恩工作的五台山国际和平医院考察，深

入了解那里工作的进展情况和需要。 

 

在保盟办公室，米勒还见到了保盟的另一位中央委员——廖承志的姐姐廖梦醒，她兴奋

而神秘地告诉大家，很快还会有一辆大型救护车从英国运来，届时会与已经募集到的一批医

疗物资一起运往延安。 

 

三、 护送救护车去延安 

 

1939 年 6 月，在贝特兰带领下，米勒一行出发了。他们从香港启程前往海防。然后，

再经由越南过广西、贵州、四川等地进入西北。他们此行带着保盟在香港募集到的一批抗日

根据地急需的医疗物资，包括送给国际和平医院的 23 辆卡车、15000 加仑的汽油、600 多

箱急需的医疗物资。最值得骄傲的就是廖梦醒说的那辆大型救护车，那是由英国约翰·桑尼

科罗夫特爵士捐赠的。 

 

 

宋庆龄在大型救护车前留影 

 

   这辆大型救护车有一节火车车厢长，外形十分醒目：车身喷成暗绿色，车顶上喷了



大白圆圈，中间是大红十字。车里面能放 9 副担架，有 6 个轻伤员的座位，还配备了冷热水

洗手盆，可以实施手术与抢救。驾驶员的座位就像英国公共汽车一样高居于发动机之上，庞

大的车体最后面是流线型的车尾和双扇门、折叠梯，高于路面大约 6 英寸。 

 

 

大型救护车行驶在路上 

 

 

大型救护车正在渡河 

 

这辆定制的大型救护车虽然漂亮，但是实在不适合在陡峭蜿蜒、泥泞颠簸的路上长途跋

涉。从香港经过海防开往南宁后，流线型的救护车尾部终于受损了，只得半路上找了一个修

车铺把大型救护车的尾部割掉。以后一路遭遇暴雨、路障、塌方、空袭，以及发动机故障与

爆胎，经过贵州群山到达图云关。 

 

途经镇南关时，遇到白崇禧部队中一批新加坡华侨新兵得了疟疾，经贵阳八路军办事处

安排，米勒被请去治病。日军飞机每天来轰炸，白天不能在村里住，米勒每天带着这批病人

躲往山上的树林，晚上再带着他们返回驻地。直到一周后，这批病人全部痊愈。在这一过程

中，同行的贝特兰等人也都感染了疟疾，经过短期休整之后，他们一行人再次上路。 

 

他们经过贵阳、遵义和桐梓著名的具有 72 个急转弯的“蛇路”，到达了重庆。半路上还

出过事故，吓得司机不敢继续开车。米勒就自告奋勇，跳上驾驶座，勇敢地代替司机开了一

段路。 

 



 

米勒的驾驶执照 

 

在重庆稍事停顿后，他们一行继续往西北行进。最终到达西安，将全部护送的车辆与医

疗物资交付给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随后米勒与八路军一支运送物资的车队会合，一同前往

目的地——延安。 

 

四、 见到毛泽东 

 

米勒的目的地是延安，可是西安的国民党当局故意刁难他，拒不给他通行证。情急之下，

米勒掏出了随身携带的盖有国民政府驻瑞士使馆签证的德国护照，厉声呵斥：“看看这是什

么？你们政府同意我访问中国的任何地方，如果不同意我访问延安，我马上打电报去重庆，

一切后果你们负！”西安当局的办事员不知底细，反倒被镇住了，只好在米勒的护照上盖了

允许通行的公章。 

 

 
米勒的德国护照 

 



 
1939 年 3 月 3 日中华民国驻瑞士公使馆签证页 

 

 
1939 年 10 月 1 日陕西省政府签证页 

 

经过 4 个月的漫长而艰险的路途之后，米勒终于在 1939 年 10 月到达了延安。 

 

10 月 29 日，由在八路军卫生部工作的美国医生马海德陪同，米勒和印度援华医疗队一

起，来到杨家岭一间宽敞的窑洞，他注意到桌子上、木箱上零乱地堆放着许多书籍、杂志和

文件。毛泽东气度非凡，精神充沛，伸出手来亲切地同他握手。毛泽东和蔼的态度一下子打

消了他的拘谨。毛泽东与米勒很随意地攀谈着，他们谈到了德国的社会状况、米勒家乡的风

俗民情、米勒来中国的所见所闻、德国的文学，以及贝多芬的音乐。米勒发现，毛泽东知识

渊博，兴趣广泛，富有幽默感，并不是一个难以接近的刻板的人。 

 

他们两人还就当时的国际形势交换了看法。米勒表示，他坚信希特勒发动的法西斯侵略

战争必然以失败告终，世界人民的正义斗争虽然艰苦曲折，但还是一定会胜利！毛泽东表示

赞同米勒的看法，建议他在延安各处看看，不要急于工作，作为刚从欧洲来到中国陕北的医

生，对中国的一切，特别是生活习惯，将有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 

 



卫生部门的领导征求了米勒的意见后，决定安排他在延安拐峁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担任

外科医生。 

 

 
米勒初抵延安时的照片 

 

随着抗战的深入，华北战场战斗异常激烈，米勒坚决要求同印度援华医疗队一起上前线

工作。毛泽东在做了缜密安排后，同意了米勒的要求，派他到山西八路军总部去。 

 

五、“当一个白求恩式的好大夫” 

 

12 月 12 日，米勒一行在途中惊悉白求恩大夫已于上个月（1939 年 11 月 12 日）去世。

12 月 20 日，米勒一行到达了八路军总部。次日，朱德总司令在八路军总部会见米勒和印度

援华医疗队成员。他问米勒，是否知道白求恩？米勒说：“知道。上个月 12 日，白求恩大夫

在前线为伤员实行手术时，割破了手指，因为病菌感染而逝世的。”朱德怀着沉痛的心情讲

述了白求恩大夫的事迹，特别提到了白求恩大夫深受八路军爱戴的情况。朱德深情地说，白

求恩大夫是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他在弥留之际，还不忘祝愿中国

人民取得革命胜利。我们要是不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就对不起白求恩和一切热情帮助我们的

同志。朱德接着说，我们将在 12 月 24 日隆重举行追悼白求恩大夫大会，你们是否参加？米

勒说，当然参加！ 

 

 
1939 年 12 月 21 日，朱德（右三）与米勒（左二）、爱德华 

（左三）、柯棣华（右二）等人在山西武乡八路军总部合影 



 

于是米勒与印度援华医疗队的三位大夫：爱德华、柯棣华和巴苏华一起参加了追悼大会。

爱德华代表印度援华医疗队讲了话，米勒也上台讲了话，他简单地表示：“白求恩从大洋彼

岸的加拿大来到中国，他是为了反法西斯。他是我们医务工作者的榜样。我从大西洋另一边

的欧洲来到中国，也是为了反对法西斯。我将会像白求恩那样，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中国人

民的抗日事业。”最后他用白求恩常用的西班牙式的举拳头敬礼作为结束，并向大家表示了

决心：“一定要沿着白求恩的道路，为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正义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

份力量，当一个白求恩式的好大夫。” 

 

 
1939 年 12 月 24 日，爱德华在八路军总部的白求恩追悼会现场讲话 

 

米勒在八路军总部的日子里，依靠自己精湛的医术和忘我奉献的精神，很快远近闻名。

他在医院除了为伤病员治疗外，还为周围的老百姓治病，甚至远近的妇女生孩子，也请他接

生。无论刮风下雨，或是三更半夜，米勒对群众有求必应，与百姓亲如家人。当地老百姓觉

得叫德国大夫不顺口，还是习惯地用当地方言叫他外国菩萨“米拉”（山西武乡的农民把“勒”

字读作“拉”音）。 

 

为了适应战争环境和作战需要，米勒组建了一支医疗技术较强的手术队，在太行山区各

根据地巡回医疗。他率领手术队与敌人“玩捉迷藏”，穿梭奔波于日军扫荡部队之间，活跃

在广阔的太行山区。在“百团大战”的战役中，在他和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下，曾一次将

200 多名伤病员全部胜利转移到了安全地带。 

 



 
米勒在转送伤病员过河 

 

 

米勒在用担架转送伤病员 

 

 

米勒在运送医疗物资到边区 

 

米勒最难能可贵之处就是一切为了伤病员，在救死扶伤的同时，尽量保全战士的肢体。

当时，战事紧张，医药紧缺，一般对难治而没有生命危险的伤员往往采取截肢手术，这样伤

口愈合快，操作也容易。可是米勒没有这样做。面对肢体里有弹片的伤员，他总是反复考虑

治疗方案，尽量保全战士的肢体，做到既能取出肢体里的弹片和碎骨，又不加大关节的损伤。

为了取出战士体内的弹片和碎骨，宁可自己耗时费力，甚至做整整一天的细致手术。米勒因

为长期的劳累和营养不良，身体状况很差，在做这类手术过程中，多次累到几乎休克。但是

他咬牙坚持，目的就是在挽救伤员生命的同时，尽量保住他们的肢体，让他们重返战斗岗位。 



 

六、写给宋庆龄的战地报告 

 

米勒在繁忙的工作中，坚持撰写战地工作报告，再由保盟驻延安代表马海德寄往香港，

向保盟报告保盟所支援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医疗事业的情况。下面就是米勒所写报告中的一

份，刊登在保盟的对外宣传刊物《保卫中国同盟盟新闻通讯》第 22 期（1940 年 11 月 1 日）

上。 

 
米勒写给宋庆龄的战地报告《山西的医疗情况》，刊登在保盟通讯上 

 

战地报告之一    山西的医疗情况 

平民医院 

 

总部附近有三个医院，一幢房子是供伤残者和病员住的。大部分病员都是老百姓，只

有少数士兵。一个是有 100 张床位的内科医院，另一个是有 80 张床位的外科医院，附属于

卫生学校（有 170 名学员）的第三个医院是最近建在此地的。 

 

第三个医院有三方面的目的：向学生提供教学示范病例；为前两个医院不能确诊的病

人进行诊断；实施手术，处理较复杂的病例。我是第三个医院的院长。 

 

我们作出上述安排，原因在于医生们甚至没有做小手术的足够的训练；另外，有时在

诊断中会遇到困难。我在这个医院里除了治疗、诊断、动手术等工作外，还给学生们讲课、

做示范，访问其他两个医院，帮助那里的医务人员为教学医院挑选比较疑难的病例。 

 

伤兵们 

特别在治疗伤兵时，我们遇到了困难。因为我们通常在几个月后才能接收下这些伤兵，

他们的骨头往往有极其严重的感染，只有进行彻底的手术才能治愈。即使是很成功的手术，

常常也只是免于截肢，但是因运送期间肌肉萎缩、骨伤处硬化导致的畸形和肢体变短，却已

无法矫正。正因为运输问题，使得我们不能较早地接收病人，我们也就不能使许多人免于成

为生活中的残废者。 

 



但是，在这个地区里战斗扩展得相当广，并进入一些与别处隔绝的地方。运送的困难

非常大，数不胜数。在我们拥挤的医院里，既缺乏必要的设备，也没有经过培训的动手术的

大夫。所以，目前的基本条件尚无改变的希望。 

 

缺少设备 

 

缺少设备和药品仍然是我们的主要难题之一。我曾用非常不合适的器械进行一次妇科

手术。我们没有眼、鼻、耳、喉外科的设备；没有任何特种外科设备、显微镜、X 光机、实

验化学药物。这里的本地居民中梅毒流行，由于缺少洒尔佛散，我们无法进行有效治疗。由

于经费不足，也不可能向病人提供合适的饮食。我们无法建立任何大的医院——这需要很多

钱——因为我们必须时刻准备着疏散。 

 

尽管在工作上和生活中有许多困难，我仍感到这是多年来最幸福的。知道能为帮助这

些勇敢的士兵和人民进行有益、必需的工作，这是一种巨大的满足。我们的生活非常简朴，

但我没有任何怨言。我不愿意调换到任何别的地方去。 

 

当年带队与米勒同行的贝特兰是《保盟通讯》的编辑，他在编辑米勒这篇报告时，特意

加了编者按： 

 
这封信是一位年轻的外国志愿人员写的。他是山西第十八集团军总部（最近华北游击

战役的总部）的医生。他是一位德国的反法西斯战士，于一年前来到中国，以战地医务人员

的身份来帮助中国军队。 

 

 

米勒用这台打印机为保盟写了大量的战地报告 

 

七、突破封锁回延安 

 

1943 年元月，米勒不幸患上重症痢疾，导致昏迷不醒，延安紧急发来电报要求尽快护

送他回延安。同志们用担架抬着米勒上路，同行的还有美国无线电专家林迈可。 

 

回延安必须经过日军封锁线，得等待机会。一直到 3 月，他们终于等来了突破封锁回延

安的机会。行动前，在山西交城县八路军晋绥八分区，米勒不顾自己身体虚弱，骑马上山，

为山上一位身负重伤、生命垂危的张营长做了手术。这是一次令米勒难以忘怀的手术，因为



这是他最后一次使用他心爱的手术器械。在随后不久的突破封锁线行动中，米勒痛失从瑞士

带来的这套手术器械。 

 

 
1943 年米勒回到延安后留影 

 

回到延安后，经过短期休息，米勒体力迅速得以恢复。他重新回到已迁往刘万家沟的白

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工作，任医院内科主任，直到抗战胜利。 

 

 
米勒身穿彭德怀赠送的皮夹克与时住刘万家沟的好友马海德在延安合影 

 

八、新中国乙肝疫苗之父 

 

抗战胜利后，米勒又参加了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他以忘我的精神

与精湛的医术，救治了无数伤病员，被誉为来自德国的白求恩。同时，他与来自日本的女八

路中村京子，在并肩救死扶伤的战场上，相知相爱，喜结良缘。 

 



 

1949 年米勒与中村京子的结婚照 

 

新中国成立后，米勒加入了中国国籍和中国共产党，继续为中国人民的建设事业及卫生

事业，贡献自己的智慧与力量，特别是为中国乙肝病研究与乙肝疫苗的研制及应用立下功勋。 

 

1973 年 10 月，米勒以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率团出席东京国际肝病研讨会。在会上，

米勒报告了中国利用新的乙肝检测方法所取得的成果，提供了纯化的表面抗原、抗体及敏感

血球。经鉴定，试剂完全符合国际标准。米勒的报告得到与会者的重视和一致好评。 

 

 

1973 年 10 月米勒出席东京国际肝病研讨会并在大会作报告 

 



 
米勒在东京会上与国际同行交流 

 

乙肝试剂研制成功后，米勒并不满足，因为肝炎的预防问题尚未解决。米勒又向科研组

提出更高的要求。一定要研制出中国的乙肝疫苗，一定要实现预防接种。 

 

科研小组经过几百次反复试验，1975 年 7 月 1 日，赶在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念日之际，

终于制成了我国首批乙肝疫苗。大家说，这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成果。

所以，也要给这个成果起个有纪念意义的名字。于是，大家为这个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生日

这天诞生的中国人自己研制的乙肝疫苗起名“7571”，作为大家向伟大的党的生日奉献的一

份最有意义的厚礼。 

 

中国终于成功地制成了乙型肝炎疫苗，跨进了肝病研究的世界先进行列。中国第一个肝

病研究所也成立了，米勒担任了研究所的名誉所长，为普及疫苗接种不懈呼吁。米勒因此而

被称作新中国的“乙肝疫苗之父”。 

 

1989 年，是米勒来华工作的第 50 周年。中国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与表彰会，授

予他杰出的国际主义白衣战士称号，他被誉为“活着的白求恩”。 

 

 
米勒来华工作五十周年的荣誉证书 

 

1992 年，为了宣传和弘扬米勒长期支持和参加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事迹和崇高

的国际主义精神，国家博物馆和河北博物馆分别为他举办了“杰出的国际主义白衣战士——



汉斯·米勒展”。米勒亲身感受到中国政府与人民对他这位来自莱茵河畔的白求恩的认可。 

 

 

1992 年 6 月米勒一家与赵朴初（右二）参加汉斯·米勒展 

 

 
汉斯·米勒在愉快地看关于自己的展览 

 

九、宋庆龄家的常客 

 

1961 年，米勒一家从东北调到北京定居，距宋庆龄的寓所不远。宋庆龄热情地邀请米

勒夫妇到家中做客，并仔细询问了米勒的家庭情况，叮嘱今后要带着孩子一起来做客。从此，

米勒一家便成了宋庆龄家的常客。每当宋庆龄家里周末放电影，她一定会邀请米勒全家去看。

宋庆龄在家接待外国专家或者邀请来自国外的老朋友时，也一定会邀请米勒夫妇陪同。 

 



 

1980 年 4 月 12 日，宋庆龄在北京寓所宴请老朋友（左为艾黎，右为米勒） 

 

宋庆龄见了米勒的女儿米蜜之后，很喜欢她，嘱咐米蜜有空来玩。几乎每到周六，米蜜

与弟弟米德华一从学校回到家就赶紧洗澡换衣服，因为，宋庆龄早已写条子过来了，让他俩

先去吃晚饭，然后看电影。他俩曾经在宋庆龄寓所的院子里照了不少相片。 

 

 

宋庆龄送给米蜜和米德华的新年贺卡 

 

1976 年，米蜜结婚了，正在上海的宋庆龄立即赠送了一份礼物，还附上一封信，祝贺

米蜜新婚。婚后，米蜜随瑞士丈夫到国外定居。米蜜以为她与宋庆龄之间的联系就此中断了。

没想到她竟在瑞士意外地收到了宋庆龄的来信。从此，她们又开始了通信。《中国建设》是

宋庆龄钟爱的对外刊物。米蜜到瑞士后，一直收到宋庆龄亲自寄出的《中国建设》杂志，每

期不落。 

 



 
宋庆龄祝贺米蜜新婚的亲笔信 

 

1978 年米蜜回国探亲，专程去看望宋庆龄。宋庆龄很高兴，主动提出为米蜜举办一个

派对，依照米蜜开出的名单邀请客人。在派对开始前，宋庆龄还与米蜜和她的丈夫一起合影。

米蜜高兴极了，也感动极了，她一直把照片还有底片都当成宝贝珍藏着。之后，宋庆龄特意

送了一件缎子面的儿童斗篷和 2 双刺绣的虎头小鞋给米蜜。尽管那时米蜜还没有孩子。 

 

 
1978 年宋庆龄与米蜜夫妇的合影 

 

1981 年 4 月 7 日，米蜜的女儿顺利降生。米蜜第一时间就向宋庆龄报喜，并给她寄去

了女儿优利亚的出生通知卡。 

 



 

米蜜给宋庆龄寄去的女儿出生通知卡 

 

可那时宋庆龄已经重病。得知宋庆龄逝世的消息时，米勒夫妇正在瑞士照顾米蜜，没能

赶上出席国内的追悼活动，他们参加了中国驻瑞士大使馆举行的悼念宋庆龄仪式。那一刻，

他们都特别伤心，感觉失去了一位十分亲近的家人。 

 

1994 年 12 月 4 日，米勒在北京逝世。自从 1939 年通过宋庆龄的安排奔赴延安，投入

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开始，米勒始终与中国人民共命运，同呼吸，对此，他说过，“为此我感

到幸福和欣慰”。正如邓颖超给予他的高度评价，米勒“不愧是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

是一名国际主义战士，是一名中国人民的忠诚的革命战士”。 

 

 

（作者系上海宋庆龄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福利会宋庆龄研究工作室研究员） 

 


